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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与规训
———黄段子灰段子与红段子的意识形态话语分析

吴高泉

摘 要:黄段子灰段子是民间话语的一种体现，它以狂欢化的色彩表现出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抵抗，同

时也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进行消解，体现出民众在社会转型期普遍感受到的生活压力下对自身处

境的想象和情感表达。红段子则是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引导和传播的一种意在挤压民间段子( 主要指黄
段子灰段子)话语空间、强化文化领导权的“红色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文艺形式，红段子的文化生产方式体
现了官方话语对民间话语进行规训的运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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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俗文化中最为贴近人民生活、最具有民间特色之一的段子文化一直以来以旺盛的生命力潜
流在日常生活当中。近些年，随着市民社会的壮大、互联网的发达以及新兴便捷媒介手机、ipad 等的
勃兴，段子文化成为一种蔚为奇观的大众文化现象。然学界或因其俚俗、鄙俗甚或因其涉及性与政治
等敏感话题而研究的不多，隐隐体现出一种不敢、不愿或不屑的心态。而对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红
段子”的言说，学界则普遍表现相对踊跃。
较早从学术角度论及段子的是 2008 年《中国俗文化研究》( 第 5 辑) 上的一篇《段子管窥》，该文

对段子进行了基本的界定:“广义的段子，指的是个人或集体创作的、或雅或俗或雅俗共赏的、简短自
足的或长篇中可独立出来的短篇文学艺术作品，可以是寓言、故事、笑话、小品，也可以指戏剧中的唱
段……狭义的段子，指的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说的‘笑料’，尤其指近年来广泛流行的幽默类的故事、
笑话、脱口秀、顺口溜等……通俗简短、口耳相传、幽默搞笑，是其基本特征。”①本文亦采用这个界定，
所论的段子属于以上所说的狭义的段子。
将近年流行的各类段子以颜色分为黄段子、灰段子与红段子等，既体现了人们对段子内容的区分

也体现了价值判断的色彩。简言之，黄段子指的是以男女性事和生殖器为话题及取笑对象的段子，其
主要功能在于娱乐; 灰段子指的是那些与政治、不良社会现象相关、抨击时弊或表达现实无奈的自嘲
的段子，体现出一种灰色的心态或黑色幽默的特点; 红段子则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引导、制作、传播的
一种代表健康社会心理、弘扬主流价值观的短信息文艺。后者的目的就是要与民间自发流传的黄段
子灰段子相抗衡，要以积极向上的内容占领民众的精神空间，打击黄段子灰段子所可能产生的社会负

面效应。因此在段子的喧哗世界里，很典型地呈现出官方与民间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对抗和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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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拟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对这两大类具有对抗性质的段子的话语方式进行分析，试图探究其背

后的文化无意识和意识形态企图。话语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 可以上溯到 20 世纪文学批评中以文
学的话语方式为研究重点的传统，这一传统摒弃了过去文学批评以批评者个人的情感、对作者意图的
臆测、抽象的美学特征、简单的价值判断来研究文学作品的方法，而转向透过表面的语言形式进行
“症候式”的阅读，从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传播学等角度揭示意识形态对话语产生的影响以及话
语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等涉及社会文化结构和权力关系的问题。话语分析后来成为文化研究的一种
主要方法，这种方法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很大，其中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
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以及福柯话语权力理论都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
在文化研究的视域里，多数理论家认为大众文化代表着一种平民主义意识形态，它代表着人民

“真实”的情感表达，包含着民众对自我身份的某种确认和对统治权力的某种抵抗，大众文化是差异
文化政治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① 参见杜伟伟、姜剑云:《段子管窥》，见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中国俗文化研究》第 5 辑，第 257 页。
② 参见赵丰:《“黄段子”为何流行》，《人民论坛》2010 年第 18 期。
③④⑤⑥ 魏同贤主编:《冯梦龙全集》，南京: 凤凰出版社，2007 年，第 90、9、56、36 页。

什么是大众文化，一直以来这是一个含义模糊的概念。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学界基本达成共识，大
众文化一般指的是现代市民社会和商业消费社会的一种文化形态。这是一种带有商业色彩和技术运
作特色的文化产品，其具体化是指现代印刷技术和电子技术等媒介传播、承载，在大众消费社会流行
的电影、电视、流行音乐、MTV、广告、畅销书、消闲报刊等等。按照这个界定，中国内地近年流行的民
间段子完全具备大众文化的特点，而且在表达的内容、创作的方式、传播的途径、意识形态的诉求等方
面，比一般的大众文化工业产品如电影、流行音乐、广告等更具有“大众”的身份和特点。因此，我们
对当前大众文化中的这种代表形式———“段子”———进行话语分析，得出的关于大众文化的一般性结
论应该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一、抵抗与消解

要理解民间段子所表达的平民意识形态诉求，最好的方式是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去探究近年民间

段子( 本文主要指黄段子和灰段子，以下同) 何以在中国内地盛行的原因。
关于盛行原因，目前学界相关说法一般都比较务实，如《段子管窥》认为，段子短小精悍，符合快

餐文化的消费; 具有高度的娱乐性。①《“黄段子”为何流行》认为一是性心理宣泄，二是情绪放松的快
乐，三是交友的需要。②

以上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消遣、娱乐、宣泄、交流等是一般文化艺术普遍具有的功能和作用。
中国古代就有不少与今天的段子内容和形式很相似的文艺现象，都可以说也具有以上所说的功用。
明末冯梦龙《挂枝儿》《山歌》和《广笑府》里收集的民间口耳相传的流行“歌曲”和笑话有很多就

属于今天理解的黄段子和灰段子。仅举几例:

牙刷儿，身材短，刚刚五六寸，穿一领香喷喷绿背心。一条骨子儿生成的硬，短鬅松一搭毛儿
黑，光油油好一个下半身。专与那唇齿相交也，( 每日里) 擦一阵儿爽快得很。③

昨夜同郎做一头，阿娘困在脚根头。姐道郎呀，扬子江当中盛饭轻轻哩介铲，铁线身粗慢慢
里抽。④

姐儿生来像花开，花心未动等春来。囫囵囵两瓣只消得一滴清香露，日里含羞夜里开。⑤

一僧读“齋”字，尼认是“齊”字，因而相争。一人断之曰:“上头是一样的，但是下头略有些差”。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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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好色者曰:“世间何事最乐?”答曰:“行房最乐。”又问:“既行房后，还有甚乐?”沉吟曰:
“除是再行。”①

官值暑日，欲寻避暑之地。同僚纷议，或曰某山幽雅，或曰某寺清凉。一皂隶曰:“细思之，
总不如此公厅上可乘凉。”官问其故，答曰:“此地有天无日头。”②

前面几则或隐或显地涉及性器和性事，属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黄段子，其中第 5 则在当下被改成湖
南或四川方言再次在民间流行( 只是把“行房”改为“做爱”，最后一句改为“再做一次”) 。第 6 则对
有权者的讥讽则类似于今天的灰段子。
如果单从民间文艺的一般功用角度来分析流行原因的话，似乎无法解释民间段子为什么近年在

中国内地如此盛行的原因。解答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更深一层的追问，即为什么近年来人们大量需要
段子来消遣、娱乐、宣泄、交流? 冯梦龙收集的这些大量涉及私情、欲望的民间“段子”在当时的盛行
原因或可资参考。涉性的民间原生态的“段子”应该每个时代都有，只是过于“俚俗”“粗鄙”而不被
文人收录和记载，它只能潜流于生活的当下，由于没有资料记载，所以，今天很少看到而已。明末能出
现冯梦龙这样文人收集整理的民间“段子”，一方面说明了当时类似“段子”的大量流传。明末市民社
会发达，民众的娱乐需求比以往要大，以致于引起文人的关注，甚至介入收集、仿制和传播的行列; 另
一方面，明末“段子”的盛行，与当时新兴印刷技术的大众化也有关联，所以我们现在关于大众文化的
界定明显地强调其传播的“大众”、“消费”的媒介性。
鉴于此，笔者认为民间段子近年在中国内地如此盛行的原因有二。

①② 魏同贤主编:《冯梦龙全集》，第 63、18 页。

第一，是物质技术层面的。商业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发达产生了其广泛的受众，最为关键的是，
传播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其盛行奠定了物质基础。与明清时期的刊刻造纸技术对俗文化的推动一样，
近年国内民间段子的盛行与新兴的互联网络技术的高度发达及手机短信平台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
新兴电子传媒方便快捷且普及面广，使民众广泛参与、广泛传播成为了可能，并且这种传媒交互平台
的容量限制使短小的文字句段大受欢迎，客观上引导和鼓励了人们进行碎片式( “段”) 的创作和传播
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受众的审美体验方式。因此，代表官方意识形态、与黄段子灰段子相抗
衡的红段子也正是通过网络和手机短信平台得以顺利有效施行的。
第二，是社会文化层面的。这涉及民间段子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其所承载的情感需要和平民意识

形态诉求。尽管从 20 世纪初以来，中国社会开始进入转型期，但民众对转型期内急剧变革的社会生
活感受深刻并形成一种普遍的情感方式的转折点在近一百年来并不多，历数起来大致是“五四”时
期、抗战时期、新中国建立之初、1980 年代改革开放之初，还有一个转折点可能要算上 20 世纪 90 年
代之后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阶段了。这个阶段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反映
在社会效应上近年表现逐渐明显。物质生活有较大提高的同时，商业浪潮和急剧的现代化、城市化进
程也给民众带来了很多具有时代特色的切身体验，并在文化上形成一种普遍的表达。
与之前的几个转折点相比，世纪之交前后的这 20 来年尤其是近些年快速的现代化进程给民众带

来更多的现代性体验。这个时期的现代性体验很像西方社会之前经历的那种转型，只是我们在时间
上滞后了而已。在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化的这些年中，人们的普遍感受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
里说的那样: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

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
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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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
互关系。①

尽管马克思描述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社会转型期给人们的现代性体验，但有些地方用来形容中国

社会近年来现代化进程中的体验，亦有相似之处。如商品经济浪潮的推拥裹挟、城市化带来的生产方
式和思维方式的转变等都给人带来普遍的变动感，尤其是在这个急剧转型中传统价值体系受到冲击

而新的社会价值体系似未成熟———这从近年来提倡的“建设和谐社会”和目前正在大力推行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明证———这一点给人带来很多的迷惘和焦虑。人们处在土地征用、拆迁、城市
化等空间的迅速转变当中，处在拼命追赶“与时俱进”的各种不确定的事物变化当中，处在商品拜物
教、拜金主义影响下道德失范诚信缺乏的危险境地当中，处在贫富分化加剧的浮躁和戾气当中……
在改革开放 30 余年的总结回顾中，“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

的相互关系”。②在反观自身的时候，一种失落感油然而生。因此，一种短平快且符合人们情感表达的
俗文化形式———民间段子———在新兴电子传媒的推动下蓬勃兴起，人们在这些充满戏谑、狂欢、讽刺、
自嘲的话语中深获共鸣。由于民间段子结构的松散性、主题的随意性、艺术的通俗性，几乎使得人人
都可以成为编创者，在流传的过程中人人都可以加工和改造，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衍化繁殖，体现出

集体的智慧与趣味，再通过能够迅速传播的公共传播手段，使得人们同声相应，手、口、耳相传，最终形
成一股全民狂欢的风气。
在这种文化狂欢的背后，蕴含有深刻的文化无意识和平民意识形态的诉求，包含有一种无声的对

官方意识形态的抵抗和对权力压抑的消解。这可以从民间段子的话语方式中体现出来。从内容上
看，黄段子主要是涉及性事与性器，带有程度不同的色情成分; 灰段子主要是政治笑话以及对社会的

不合理现象的嘲讽。性与政治，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中属于禁忌的话题，禁忌的内容、禁忌的惩戒，意味
在此之上有一种高高在上的话语权力和制度权力。冲破这些禁忌，意味着一种抵抗和解放，并因此获
得某种匿名的快感。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75、275 页。
③ 参见郝邡:《伤花怒放》，北京: 东方出版社，1993 年，第 27—110 页。
④ 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 233 页。

这一点很像西方社会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60 年代至 80 年代达到顶峰的摇滚乐风潮。很长
一段时间，摇滚乐曾被官方意识形态斥为粗俗、下流、色情、不道德的文化形式而遭受抵制。但从文化
研究的角度来看，摇滚乐却得到不少赞赏，甚至文化研究的论者还把摇滚乐对官方意识形态、话语权
威、政治和道德禁忌的抵制、反抗上升到解放和革命的高度。③摇滚乐的粗鄙、炫耀式的“堕落”，狂欢
化和快感原则，甚至它的命运和遭遇，都跟黄段子灰段子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果说摇滚文化只是一
种青春期叛逆和肆无忌惮的“愤青”式的快感文化的话，中国近年盛行的民间段子则是一种全民性的
大众狂欢文化。
约翰·费斯克在论及大众文化的资本时曾指出: “大众文化资本包括从属阶级可利用的意义和

快感，以表达和促进他们的利益。大众文化资本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概念，而可以有多种表述方式，
但它总是处于与主导力量相对抗的位置。与任何形式的资本一样，资产阶级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
无论哪一种，都是通过意识形态运作的……我们不必把我们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局限于对它如何为统
治阶级服务的分析。我们需要认识到，有一些抵抗性的、可选择的意识形态，生产和保持这些意识形
态的社会群体与现存权力关系并不融洽:‘一种意识形态赋予人民权力，使他们开始感到或理解他们
的历史处境’。”④

按照福柯关于权力的研究，权力给人的快感是双向的，“从行使质疑、监听、监督、侦察、搜查、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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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揭露的权力产生的快感; 另一方面，由于规避、逃避、愚弄或嘲弄这种权力而激发快感。权力允许
让它所追求的快感侵犯它; 反之，权力在炫耀、诽谤、抵抗的快感中证实自身”。①

无权的大众阶层很多时候喜欢通过低俗、鄙俗甚至淫秽的黄段子对道德话语权力进行挑战，以粗
俗的方式嘲弄粗俗，带有一种“以毒攻毒”的意味。在众人的欢笑声中，使黄段子的讲述者与听众体
会一种充满“机智”“巧妙”的创造性反应，获得“狡黠”“恶毒”的快感。如:

一男子到医院做非典检查，护士取针刺手指为其验血，因一时没棉花，情急中护士赶紧将其

手指含入口中。男子痴迷半晌后款款的说:我想再做个尿检。②

乡长穿着短裤作报告，讲到激动时把一只脚抬放在椅子上，小弟弟露了出来，会场一片哗然，

他以为大家不耐烦，就大声说:这只是个头，后面还长着呢! ③

以上几个段子涉及的性只是一种符号，它不是叙事意欲突出的内容，而仅仅是一种形式，只是为

了使叙事的氛围变得粗俗和低俗而已。在突破道德话语权力的整体沦陷中人们觉得亲密无间，有一
种集体抵抗同一战线的快感。又如:

政府做完工程却省下一大笔钱，于是众人开会举手表决。是把这笔钱拿来改造中小学还是
改善监狱环境。会议分成两派，众人争论不休。最后还是老常委一语定乾坤:“你们这班子人这
辈子还有机会上中小学么?”顿时众人擦汗的擦汗喝茶的喝茶，最后举手表决，一致决定改善监
狱环境……④

某企业家向身边的美女滔滔不绝地炫耀如何从哪几个方面辨别真正成功人士: 1． 没有名
片; 2．自己不开车; 3．衣服没 logo; 4．没有小区名，只有门牌号; 5．每天午睡; 6．经常在郊区活动;
7．包里现金很少……旁边一位农民兴奋地打断:“这种人，我们村全是!”⑤

以上两例是灰段子的常用叙事模式，用强烈的反差造成反讽，对权力符号的揶揄和解构，在听众

的哄堂大笑中神圣、庄严的东西轰然倒塌。无权无势无财的大众在一无所有中往往只能通过灰段子
对现实不合理现象的讽刺以及对权力符号的消解的过程中感受到自己的权力，嘲弄腐败官员、为富不
仁的富贵者( 他们一般被符号化为“贪官”“煤矿老板”“暴发户”等) 的愚昧、无能、丑陋获得精神上的
胜利感，体会一种对原权力进行嘲弄的权力，产生一种“炫耀、诽谤、抵抗的快感”，并“证实自身”，产
生一种阶级认同，获得慰藉和温暖。
这种精神胜利快感的表现形式在于民间段子独特的话语方式———狂欢化。巴赫金在《拉伯雷的

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民间文化》中激赏拉伯雷在笑谑民间文学收集和创作上的成就，他
说:“人们一般提及，在拉伯雷的作品中，生活的物质和肉体因素———身体本身、饮食、排泄和性生
活———的形象占了绝对压倒性的地位。这些形象还以非常夸大的、夸张化的方式出现。”⑥因此，拉伯
雷被不少人指责，但巴赫金却从这些“怪诞”的、“鄙俗化”的风格中看到了一种独特的民间对官方意
识形态的对抗及民间获得解放的力量。
而广场言语和狂欢化是民间笑谑文学的话语特点，巴赫金说:“在狂欢节上大家一律平等。在这

里———在狂欢节广场上，支配一切的是人们之间不拘形迹地自由接触的特殊形式。在日常的、亦即非
狂欢的生活中，这些人被不可逾越的等级、财产、职位、家庭和年龄的壁垒所分割……( 在这里) 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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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消失。人回归到了自身，人在人群之中感觉到自己是人。这种真正的人性关系，不只是想象或抽
象思考的对象，而是现实实现的……乌托邦的理想同现实通过这种绝无仅有的狂欢节世界感受，暂时
融为一体。”①

在论及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时，伊格尔顿阐发道:“在这种粗俗的笑声中( 这种笑声是个矛盾体，既
具有破坏性，又具有解放性) 出现了既消极又积极的现象的雏形———乌托邦。狂欢不仅仅是解构，狂
欢使现存的权力结构显得异化和独断，它释放了一种潜能，使一个黄金时代、一个‘人人回归自我’
的、充满‘狂欢真实’的友善世界的出现成为可能……狂欢的笑语既是对粗俗的嘲讽，又是对世俗的
认同; 它是空洞的符号流，在解构意味中，却以同志情谊般的冲动流淌着。”②

段子所具有的广场言语和狂欢化的特点，决定了段子主要不是一种纯粹提供给人阅读的文本，其

效果往往需要话语的讲述来呈现，具有一种“在场”性和“表演”性。“在场”性最典型的表现是段子
的讲述多在餐桌上、小型的聚会上、旅行团的车上，或者在虚拟的网络社区里( 如网络论坛、QQ 群、微
信朋友圈等) ，起到一种交往和聚众狂欢的效果。“表演”性表现在讲述的时候注重模仿( 行动、语气、
口音等) 、注重互动和即兴发挥。尽管很多民间段子通过手机短信传播，但也只是为了扩散，作为聚
众时候讲述做储备的“话本”。
民间段子正因为有这种效果，成为大众交往和情感交流的一种特殊且有效的话语，在黄段子灰段

子的讲述和哄笑声中大家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在嘲弄权贵或彻底低俗的情境中人们感觉到某种同一

性，此时人们不分高低贵贱得意失意，“人人回归自我”，获得一种“同志情谊般的冲动”。民间段子的
盛行就是其审美意识形态功能与人们的生存状况和情感需要相碰撞的结果。除了对权力的抵抗和对
权力符号的嘲弄之外，一些批判社会同时夹杂无奈和自嘲的灰段子也能说明问题:

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几;读不起，选个学校三万起;住不起，一万多元一平米;娶不起，没房

没车谁跟你;病不起，药费让人脱层皮;死不起，火化下葬一万几。③

2012 之前:我们用奶粉毁掉 00 后，考试毁掉 90 后，房价毁掉 80 后，失业毁掉 70 后，城管毁
掉 60 后，下岗毁掉 50 后，拆迁毁掉 40 后，医改毁掉 30 后。( 此处的“2012”源于美国 2009 年上
映的灾难片《2012:世界末日》，引者注) ④

中国人的科学启蒙:从大米里认识了石蜡，从火腿里认识了敌敌畏，从咸鸭蛋里认识了苏丹

红，从火锅里认识了福尔马林，从木耳中认识了硫酸铜，从奶粉里认识了三聚氰胺。⑤

这类段子对社会现象的描述和社会问题的概括也许不够准确，甚至充满偏激，但说明了这些年人

们关于自身的社会处境和生存状况的想象。世纪之交的中国内地，人们在享受改革开放以来的胜利
果实的同时，环顾四周，也发现了自己的失落和迷茫。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以摧枯拉朽的姿势使人
们对世界不断陌生化，连怀旧的时间和对象都找不到，社会贫富的差距越来越大，部分官员的腐败，社

会诚信的缺乏，越来越多的食品安全问题，医疗和住房的恐慌，炫富和移民的热潮……在这种喧哗与
骚动中，在餐桌酒酣之际，在同辈聚会之时，借着黄段子灰段子的狂欢，为这些充满不满、忧惧、受挫的
心灵提供一些慰藉，在幻象的迷醉中继续沉重的生活。
这让人想起马克思关于宗教的描述:“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

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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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①也许把“宗教”改为“段子”亦有相通之处。这样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国
内地近年来民间段子那么盛行的深层根源。

二、规训与惩罚

随着黄段子灰段子的盛行，在事实上给官方意识形态带来了不少冲击，甚至给所谓“正统”道德
价值观的倡导者和捍卫者( 多来自文化精英) 以及各级政府官方意见代表带来了恐慌。前几年有一
段时间在各种媒体上曾经出现过密集地讨伐黄段子的情形。一般的意见认为，黄段子灰段子格调低
下、庸俗无聊，甚至认为黄段子激发性欲导致性犯罪率增高、把黄段子定性为一种性骚扰等等。河北
省深泽县纪委在关于党员干部禁止传播黄段子的文件中说，( 黄段子) “低俗信息不仅毒害人的心灵、
涣散人的思想，而且侵蚀道德意识，已成为滋生不道德行为甚至是腐败的温床”。②

2005 年以后，很多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各种文件，严禁公务员在各种场合讲黄段子和传播黄段子，
否则将被“处理”。2009 年，河北深泽县竟然组织 480 多场专题讨论会、6 万余党员参与学习领会该
县纪委出台的关于禁止党员干部使用手机留存和传播“黄段子”的红头文件。报道称如经举报查实
的，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和单位领导连带责任。③

2006 年，网络和各地方报纸上频频出现《乱发黄段子可拘留 10 天》为标题的新闻，新闻说 2006
年 3 月 1 日起，《治安管理处罚法》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施，其内容中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由 73 种
增加至 110 多种，许多过去管理无凭、处罚无据的行为都有了明确的处罚规定。“新法第 42 条明确规
定，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 5 日以下拘留或者 500 元以下
罚款; 情节较重的，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④ 据说各地方政府又根
据这条法规的精神制定出不同的细则，一时间“乱发黄段子可拘留 10 天”这条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
地，以讹传讹地得出“传播黄段子是犯罪行为”、“发黄段子短信将被拘留”等说法，尽管有夸大和不
实的成分，但多少也体现了官方的意志。一时间弄得人心惶惶，老百姓纷纷检查自己的手机，删掉手
机上存留的涉嫌“黄”的短信。尽管后来未见有坐实案例报导，但“传播黄段子违法”的观念深入
人心。
在这里，体现出统治者调用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对自发的民间俗文化形式之一的黄段子进行了

一定成效的监管和遏制，采用的是强制性的国家机器的惩罚手段。但由于这种监管和权力意志的过
于强悍和独断，随之也引发了诸多在学理、法律层面的质疑与讨论。比如，如何确定黄段子与性骚扰
的关系，如何有效保护公民最基本的言论自由的权利，甚至如何界定黄段子的标准等。有人提出这种
监管会不会导致公权的滥用，如河北深泽县组织 480 多场专题讨论会是不是一种行政资源的滥用等
问题。在此形势下，靠简单粗暴的禁止与惩罚似乎已经不能解决问题，这给文化领导者出了一个
难题。
在这种局势下，红段子进入了文化领导者的视野，并提示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2005 年中国

移动广东公司开创红段子短信大赛，大赛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抵抗黄段子灰段子这些污染社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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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腐蚀人们精神的不良信息的大肆传播，弘扬社会正气、树立良好道德风尚，以积极向上的内容充实
人们的精神世界，消除黄段子灰段子的负面影响而举办的。此后红段子短信大赛连续举办五年，全国
多个省市都学习广东模式举办类似的红段子大赛。

2010 年 2 月 11 日，代表最高级别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以“手机红段
子引领和谐文化”为题进行正式报道，将红段子命名为“内容健康向上，形式生动活泼，效果催人奋进
的短信文化形式”。2010 年 10 月，《光明日报》与中国移动集团共同举办主题为“谁不说咱家乡好”的
第一届“中国移动杯”全国红段子有奖征文大赛。红段子由个别的地方政府的意识形态表达升格到
国家意识形态表达的高度，并由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接管与推行。
一时间红段子红遍大江南北，2009 年人民出版社隆重出版《红段子现象: 网络时代的中国文化精

神》一书。该书在理论的高度给红段子进行了价值定位: “红段子掀起中国的红色新文化运动，”“我
们应重拾汉唐盛世的那种文化自信和巨大影响力，创造网络时代风雷激荡的文化历史”。该书开宗
明义“用‘红段子’抵制‘黄段子’‘灰段子’”，“先破后立，意在‘主流话语权’”。① 《“红段子”围剿
“黄段子”》也明确提出用“‘红段子’正面狙击‘黄段子’”。② 据此，红段子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话语
方式完成华丽转型。
与民间自发的段子不同，红段子完全是在官方意识形态的引导、诱导和规范( 有奖征文比赛等方

式) 下进行的、并动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行传播的“仿”民间段子的话语形式。其话语方式是利用
民间段子的表现形式，置换民间段子的内容，将官方意识形态认可和推崇的健康的、正确的政治观念
和社会道德价值观念纳入其中，以达到“弘扬正气、服务当代、传承文明”的目的。红段子内容上多是
励志短句、哲理箴言、节庆祝福之类，审美上尽量引导创造者( 编写者) 将意识形态的原则和立场与人
民大众当下的生活经验进行结合，力图创造出一种具有时代精神、具有审美普遍性同时又具备党性原
则的“红色新文化”。“‘红段子’是新媒体时代如何弘扬主流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项重大尝试和
共同创造的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成就……已经成为占领主流文化阵地的一种有益探索和尝试”。③

这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典型的规训，也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普遍运作原则。阿尔都塞在《意识
形态与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中提出的“询唤”理论认为，意识形态在实践中具有一种“将个体询换为
主体”的功能，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把一个或多个的观念赋予“主体”，这些关于“主体”的想象使主体直
面个体，以个体的名义向赋予他想象性主体的意识形态认同。用阿尔都塞的话来说就是:“意识形态
是通过我称之为构建( interpellation) 或呼叫( hailing) 以及按照日常最琐碎的警察( 或其他人) 呼叫:
‘喂! 喂!’的方向可以想象的那种非常精密的操作，利用在个人当中‘招募’( recruits) 主体( 招募所
有的个人) 或者把个人‘改造’( transforms) 成主体( 改造所有的个人) 的这一种方式来‘行动’( acts)
或‘产生作用’( functions) 的。”④

红段子以充满人生哲理的劝世箴言、积极振奋的人生态度、温馨真诚的祝福话语共同构筑起一个
关于和谐美好的人情世界，用以对抗现实生活世界的诸多不满与缺憾，引导民众参与并共同创造一个

“真实”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使人们在共同的意识形态面前相互认可，从而完成意识形态的“询唤”
过程。
红段子要做的就是设法得到人们的情感认同，使人们在关于温馨、美好、幸福、和谐的社会图景中

达成共同的想象，并试图激发人民大众对生活对社会产生共同的向往和渴望进而实现审美交流，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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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何忠洲:《“红段子”来了》，《南方周末》2010 年 2 月 10 日。
张悦:《“红段子”围剿“黄段子”》，《教师博览》2006 年第 10 期。
周杏坤:《红段子: 网络文化与官方话语的交融》，《新闻爱好者》2010 年第 8 期。
阿图塞:《列宁和哲学》，杜章智译，台北: 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 年，第 191—192 页。



通过红段子话语使广大人民群众把情感表达与当下的政治目标、社会制度以及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联系起来，达成社会的和谐。在这里，红段子被赋予崇高的使命，它可以是人们精神的领袖、生活的导
师、知心的朋友、贴心的亲人……如:

如果说人生是一首优美的乐曲，那么痛苦则是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音符;如果说人生是一望

无际的大海，那么挫折则是一朵骤然翻起的浪花;如果说人生是湛蓝的天空，那么失意则是一片

漂浮的白云。①

人生在世难得糊涂，大忧为国小忧为家。常怀博爱仁厚之心，待人诚挚待事圆滑。勿以己悲
勿以物喜，平常之心泰然处之。②

我遣一叶舟，载走你的愁;我摘一片月，照你睡无忧;我奉一尊酒，但愿人长久;我劝西风起，

赠你一江秋。③

试想，你的生活中经常被这些话语包围，你会觉得自己生活在人世间最美好的人际关系之中，

亲情友情爱情，自由幸福健康，让你感觉生活的美满，让你觉得人生值得一过，让你珍惜现在，安于

现状……其实这也是一种乌托邦的审美幻象。在这里，红段子充当一种“新文艺”，它是一种既有哲
理意味且同时饱含温情的情感性话语，具有一种审美的效果。根据文艺构成的复杂性及其意识形态
属性，马歇雷说，“审美效果也必然是一种统治的效果: 个体向主导意识形态的臣服，即向统治阶级的
意识形态统治的臣服”。④

① 句子迷网:《佳句赏析》，http: / /www． juzimi． com / ju /110118。
② 新华网:《箴言红段子》，http: / /news． xinhuanet． com /politics /2007 － 12 /18 /content_7275078． htm。
③ 新华网:《短信文化提倡什么———红色短信创作活动调查》，http: / /news． xinhuanet． com /nwescenter /2007 － 12 /03 /

content_7194026． htm。
④ 弗朗西斯·马尔赫恩编: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刘象愚、陈永国、马海良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58 页。

⑤⑥⑦ 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王杰、付德根、麦永雄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13、27、
10页。

在某种意义上，审美的效果和意识形态的效果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内在统一体。关于审美的意识
形态性，伊格尔顿说:“审美奠定了社会关系的基础，它是人类团结的源泉。如果资产阶级社会放任
个体陷于孤独的自律，那就只有通过这种想象性的交流或相互适应的同一性，个体才能被紧密地结合

起来。”⑤又说:“审美只不过是政治之无意识的代名词，它只不过是社会和谐在我们的感觉上记录自
己、在我们的情感里留下印记的方式而已。美只是凭借肉体实施的政治秩序，只是政治秩序刺激眼
睛、激荡心灵的方式。”⑥以文艺审美的方式来表达意识形态，它可以使感性与理性、个体与整体、特殊
与普遍、情感性话语与政治意识等等之间产生和谐。
红段子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压黄段子灰段子，夺取文化领导权，即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伊格

尔顿分析了审美和文化领导权的关系，“审美艺术品总是把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形式和内容、精
神和感觉和谐地相互联起来”。基于美学的这个特性，作用到情感上，很容易产生政治上的效果:“主
体都具有普遍性，正是通过教育和以实践为中介的欲望的理性教育，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精神领导权

的过程，人们才能不断地建构个别和一般之间的联系。”⑦这说明了情感在文化( 政治) 领导权争夺中
的重要作用，情感往往是社会内聚力能够形成的根源，审美作为一种情感性的话语，从它产生之时就

作为理性和感性之间的中介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个社会能够形成团结和谐的局面，在很大程度
上不是靠理性的控制和强权的压迫，而是出于情感上的认同。
这就是红段子话语的意识形态意图和运作机制，从强制性国家机器的严厉惩罚转为意识形态国

家机器的温和规训，应该说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实践上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在实践中效果如
何呢? 按主流媒体的报道，红段子基本形成了一种压倒性的气势，如由“中国社科院、中国传媒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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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知名专家、学者组成专门的课题组，数度南下广东以及全国其他地区进行跟踪调研，并根据‘红段
子’活动的实践与经验……历时一年”①编写成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总结性成果《红段子现象: 网
络时代的中国文化精神》，再诸如《“红段子”映照中国大地》、②《“红段子”掀起红色文化浪潮》③等标
题可见一斑。
但我们应该看到，由于红段子的“伪”民间性，使得它在根源上存在某种先天不足，与民间段子的

自发性、平民性、情感的真实性、感受的真切性等相比，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生产和传播的红段子，则缺
乏这些特质。在实践中，人们普遍认为红段子情感苍白内容空洞，劝世箴言变成意识形态的说教，生
活哲理成为官方话语的传声筒，很多红段子与流行歌曲唱的“咱们老百姓真呀真高兴”“天天都是好
日子”之类的没有什么区别。再加上其机械复制和没有明确对象的无限“群发”的特点，使红段子失
去了真正的经验传达和情感交流的功能。就拿原本应该离老百姓最为亲近的“真情祝福”的红段子
来看，就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个性和针对性，在以短信“群发”的传送下变成一种空洞的祝福形式。
如有一名学生在中秋节给我群发一个祝福:

窗前明月光，秋风满庭芳;疑是地上霜，忽闻桂花香;举头望明月，即将中秋节;低头思念长，

于是祝福忙:中秋将至，愿你月发幸福，月发健康!

而另一名学生发这么一个祝福短信: “中秋将至，学生某某祝吴老师中秋快乐。”就表达形式而
言，前者似乎显得更有审美性，更有情怀和诗意，更温馨美好，但我知道这只是一个机械复制的成品，

也许根本就没有祝福者个人的真正情感在里面，只是顺手的一个转发，而且我还知道他同时还发给了

很多人，甚至在一天之内我会收到若干个与此一模一样的祝福信息。对比之下，后者的祝福尽管简单
甚至简陋，但我知道这是指向我的、祝福者亲自输入的专属的一个情感表达，因此个人觉得后者更显
得真诚一些。
红段子如果没能具备民间段子的那些精神和特质，哪怕内容再健康、正确、积极、再“高大上”，也

难以深入人心，最终只流于空泛，遭遇尴尬。

三、僭越与和解

作为主流文化领导者，面对无绪杂乱的民间俗文化形式的泛滥，要重树价值规范、扭转文艺方向，
对低俗有害的自发文化进行抵制和引导，应该说是负责任的表现。同时在官方意识形态面临挑战与
抵抗的时候能想到文艺具有《毛诗序》里说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用官
方意识形态话语抗衡、收编民间意识形态话语，夺取文化领导权，也是可取的。但官方意识形态在收
编、整合和引导的时候应该遵循文艺的规律和原则。如果一味以政治正确、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思路而
不考虑文艺自身的特点，甚至动用国家机器来惩罚与打压，这一点值得商榷。
从理论上说，官方意识形态对民间文艺的收编和规训，都有可能产生一定程度的遮蔽和损害。文

化研究有足够的证据证实文人对民间文艺的收集整理改编、历代统治者对文艺的干涉都在某种程度
上是对民间意识形态的一种改造。户晓辉对原生态的“民间文学或民俗”与作家收集整理出版的“文
学”之间的区别进行了比较，差异之大达十多项，“但是，其中的差别还不止这些。一旦民间艺术被中
产阶级作家和出版家挪用并且被变成以大众为中介的印刷形式，它就承受了剧烈的变化……它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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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科技( 新闻) :《两部委主办红段子现象座谈会》，2010 年 2 月 4 日。http: / / tech． sina． com． cn / t /2010 － 02 －
04 /14273835687． shtml．
黄启兵:《“红段子”映照中国大地》，《羊城晚报》2010 年 12 月 30 日。
郭丽君:《“红段子”掀起红色文化浪潮》，《党建》2010 年第 4 期。



的意识形态和叙述角度就被泯没、丢失或置换了”。①

同样道理，官方意识形态对民间段子的打压与规训，以民间段子形式置换出来的所谓红段子在很

大程度上异质化了，最终红段子变成一种矛盾体。从文艺规律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僭越。就如当年郭
沫若、周扬编的《红旗歌谣》。它以收集民间歌谣的方式汇总和改编了这个时期中国各地具有代表性
的歌谣和打油诗。这种来自民间的歌谣按理说是最能够表达底层人民的情感和心声的，我们的历史
教科书就曾大量引用农民起义时期的各种歌谣和童谣来作为民众的意识形态体现的证据。但《红旗
歌谣》在农业歉收和政策失误之下的中国民间却有“稻堆堆得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揩
揩汗，凑上太阳吸袋烟”②等诸如此类的描述。这次活动显然是对以《诗经》为代表的古代人民性话
语的一次现代的模仿，是以郭沫若和周扬为代表的一次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采风活动，现在看来是一

次权力僭越的在文艺上收获不大的文化生产的浮夸行为。
退一步说，姑且不论红段子最终的效果; 红段子没有推行之前，民间自发的这些黄段子灰段子真

的如文化领导者所说的那样低俗、不良、色情，甚至造成性骚扰或性犯罪吗? 这些民间段子真的对官
方意识形态或主流文化构成威胁吗? 答案都是否定的。
所谓的低俗、不良文化，乃是有话语权者对无话语权者的判定，是出于一种文化上的傲慢，这个不

赘述。至于说黄段子色情甚至造成性骚扰，这个则可以辩证来看。色情的文艺主要是激发人的性欲，
指在文艺中对性交的细致描述、性器状况的描写以及性感受的铺排，但黄段子更多的是以性事或性器
作为符号或由头引发嘲讽或嘲笑的。在众人的哄笑声中，被权力压抑的能量获得释放，既消解了权
力，也消解了性本身。所以说黄段子普遍具有色情意味，引发人的性欲这些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实践
中很少有围听黄段子者性欲盎然的情况。如下面两个典型的黄段子:

男知妻与领导不轨，怒找领导妻。领导妻听后气极说:“咱们也上床报复他俩!”事毕领导妻
又说:“我还气，再报复一次!”一连三次，男跪倒趴下告饶:“求求你了，我已经原谅他们了!”③

一男子去医院检查身体，检验结果出来了。但医院居然拿错了报告，误拿了孕妇的报告，检
验结果怀孕了。男子看过报告后，迅速走到老婆面前，扇了老婆一个耳光! 男子对老婆骂道:
“我说我要在上面，你不干! 偏偏你要在上面，这下，我怀孕了。”④

以上这几个段子尽管涉及性事，但其所指的并不是性本身，没有刻意赋予更多的性暗示，听众基

本也就一笑了之。在黄段子的叙事中，能指与所指往往是断裂的。
另外，民间段子对官方意识形态有一种抵抗和消解的冲动，但若说民间段子的流行对官方意识形

态具有颠覆性的作用和实际威胁，这是不确的。意识形态具有很强大同时也很隐秘的自我修复和同
化功能，一方面通过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对另一种压迫性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抵抗，同时在抵抗的幻象式

快感中就消解了对前者的实际反抗。亨利·吉罗等在《文化研究的必要性: 抵抗的知识分子和对立
的公众领域》中分析说:“为了充分理解意识形态的影响与现存的传媒现象的多功能，评价当代大众
文化的多层属性变得十分必要。除了影视中公开的意识形态内容———传播大众或多或少愿意模仿的
新型式样、价值、生活方式之外，还有一系列隐藏于其中的控制性的信息，在无意识的层面上对受众产
生影响……特别是，这些决定了观众们实践的经验，满足了他们无意识的愿望……新创一系列匿名的
满足，大众文化充当了一种社会调节者的角色，试图吸收日常生活的压力并使那些可能构成反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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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晓辉:《现代性与民间文学》，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 94 页。
郭沫若、周扬编:《红旗歌谣》，北京: 红旗杂志社，1959 年，第 2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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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的挫折与失败转入为系统服务的渠道。”①

前面关于民间段子与红段子的分析也说明，他们的机制都是制造乌托邦，在最终的运作效果上基

本是殊途同归的。最终来看，民间段子并没有对官方意识形态构成实质性的颠覆或占领，某种意义上
还加强了官方意识形态的稳固性。阿多诺就曾把大众文化当作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稳固剂，是一
种“社会水泥”。大众文化的形式之一———民间段子的娱乐消闲方式缓解了大众对社会的紧张感，反
而为社会提供了一种非对抗性的东西。也正因此，我国在大众文化繁荣兴起的 20 世纪 90 年代，官方
意识形态是在“重视、支持、引导”的口号下对大众俗文化进行旗帜鲜明的支持，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丰富多彩的生活的。民间段子与红段子在意识形态诉求的层面上尽管方向不同，但最终被整体性占
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化解与吸收，则是一样的，在某种高度上，他们达到了和解。
所以，这次文化领导者对民间段子的恐慌与严厉，并以红段子来相抗衡争夺主流文化领导权，多

少有点虚张声势。也许在这次红段子的推导中，不乏权力的僭越的表现，如某些地方政府出于政绩的
考量与比拼，某县的 480 多场会议等，多是出于其他目的而产生的话语权力寻租行为。另外，在红段
子推行过程中，中国最大的通信运营商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里，商业运作跟制度权力形成了合

谋。② 文化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也有自我调节和修复的能力，人为地制造对抗，意欲以强制性国家
机器对黄段子讲述、传播进行惩罚，并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提倡、领导、布置、审查、验收、整理作为文
化生产方式的“红色新文化运动”也许强化了官方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但是否也因此干涉或削弱了
文艺生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呢?

结 语

目前，一度曾经令有关部门担心会“黄祸”泛滥、世风败坏的黄段子灰段子似乎在不知不觉中逐
渐沉寂，红段子也由于它内在的空虚而又过于密集频繁地侵入人们的意识世界而被人故意地无视或

无意地反感，也逐渐走向节制和沉默。综观这两类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的对抗和博弈。我们还发现，
在某种意义上，意识形态的抵抗和争夺，最终都是以某种形式的和解而殊途同归。按照阿尔都塞的理
解，意识形态其实是人同现实联系的中介，是人对世界的感觉方式，是现实生活的表征，人们通过它，

借以表达对自己生活的想象。人对现实生活的认知和反抗，其中包括启蒙与解放都来源于意识形态
这个“表现系统”。它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对这个“表现系统”进行分析，揭示它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
为深入理解文艺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多了一种可能。

( 责任编辑:王丰年)

·49·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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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al Issues on the Paradigm Crisis of Minzu Studies Zhou Mingfu，He Ming，Fan Ke
Three scholars participate in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issues on the paradigm crisis of Minzu studie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they reflect on the influences of Minzu-study paradigm upon Chinese Minzu studies，and
put forward their opinions regard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inzu stud-
ies and ethnology． Through a general discussion of social study paradigm，Minzu-problem study paradigm，and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study paradigm based on Minzu，Zhou Mingfu probes into what and where are the
Minzu problems and how to deal with them． From perspectives of disciplinary identification of ethnology，social
trust of scholars，and academic system，He Ming discusses the crisis and solution of the Minzu-study paradigm
and propose reconstitution of Minzu concept and promote academic institution of open，justice dialog and syner-
gy． Fan Ke rethinks the paradigm shift of Minzu studies with the use of ethnic-group paradigm and frontier para-
digm which bring a narrow-minded and unhelpful view and thinking to academic and the governance．

Ethnicity，National Unity and China Tan Chee-Beng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some discussion in China about its ethnic policies，and some scholars have

suggested ways to strengthe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to promote harmonious ethnic relations． This paper dis-
cusses some of these views from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and hopes to further understand Chinas ethnic
policies and ethnic relations． The main topics discussed include the concepts of Minzu and ethnic group，the
state and ethnic groups，the minority policies of China，ethnic relations，and ethnic harmony and national unity．
In reviewing Chinas ethnic policies，one needs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Chinas history and its political condi-
tions． Some positive aspects of the policies should be retained，and these include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and po-
litical participation by the minorities． As to affirmative policies，these can be amended so as to be more just． I a-
gree with the view that the state should not introduce policies that will heighten ethnic consciousness． As to na-
tional unity，the emphasis should be on encouraging citizens to be willing to belong to the nation，and they can
use their respective culture to express their national belonging，rather than to follow certain uniform cultural poli-
cy． To promote ethnic harmony，the state needs to have appropriate ethnic management，paying attention to re-
specting the ethnic honor and dignity of every ethnic group．

Paradigm Crisis of Minzu Studies———Thin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Development
Zhang Xiaoju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understand the three paradigm crisis of Minzu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development: 1) the paradigm crisis of Minzu monosemy． Minzu has multi-meanings． There was thought change
in modern China from national state to multi-Minzu republic which is one of basic institution of China． 2) the par-
adigm crisis of Minzu problematization． Minzu is cultural unit of cultural diversity from human development view．
Such Minzu and its culture are outside of the problem such as terrorism which must attribute to social problem．
3) the paradigm crisis of de-Minzu． An basic principle to understanding Minzu is not de-Minzu but de-problems
to Minzu． Minzu has not to become victim of conflicts and wars． This article aims to clarify theses paradigm crisis
of Minzu studies theoretically，to think about the proper paradigm for Minzu study and practice，an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Minzu studies and the formulation of Minzu policies．

Ｒesist and Discipline———An Ide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e Dirty Jokes，Black Humor Jokes and
Ｒed Texts Wu Gaoquan

Dirty jokes and black humor jokes are a reflection of folk discourse，which resist the official ideology and
deconstruct the official discourse power in a carnival way，showing peoples imagination of their situation and
peoples expressions of emotion under the life pressure 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riod． Ｒed texts are an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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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of the red new culture movement，which lead and spread by the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to squeeze the
space of folk jokes( mainly including dirty jokes and black humor jokes) and to strengthen the cultural leader-
ship． Cultural production mode of red texts reflects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s that official discourse discipline
and squeeze folk discourse．

A Ｒeassessment of Ｒelations Between Gu Jiegangs Historical Ｒesearch and Folklore Studies
Yuan Xianxin

It is generally acknowledged that Gu Jiegangs historical research is closely tied to folklore studies． Due to
Gu Jiegangs personal statement，such connection is always understood in a way that Gu Jiegangs new historical
methodology is inspired by his interest in folklores． However，reversely，this paper believes Gu Jiegang turned to
folklore studies only after his new historical methodology matured． In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Gu Jiegangs new his-
torical methodology，there are two different inclinations，which can be summarized as seek for truth and trace the
change． Before 1924，Gu Jiegang was more in favor of the former，and only after his mentor Hu Shis advise he
turned to the latter． This change not only got him out of dead-end debates with other historians，but also inspired
him to write the famous paper on Meng Jiangnü tale． Also，this change brought a new horizon of people into his
historical and folklore studies．

Consider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Applicability for Classic Paradigms in the Studies of Folk Literature
———The Case Studies of Morphology and Conception Analysis Kang Li

In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studies of folk literature，morphology and conception analysis were considered
as the classic and efficient paradigms that occupied a dominant position for quite a long period． However，with
the transition of academic perspectives from textual analysis to practices in daily life，examination on the contem-
porary applicability of these paradigms become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process of the methods chosen made by
the scholars． Strictly speaking，the discussions about research paradigms essentially refer to the criticism and re-
thinking of their academic perspectives and operation mechanisms． Therefore，the consideration of this question
in this paper is not only to discuss the fate of specific research methods in contemporary era，but also to reveal
cognition about the discipline of folk literature in the process of the scholars maintaining，converting and recon-
structing the paradigms．

The Comparison Between Lü Simian and Qian Mu in Concepts and Styles on History Ｒesearch———Tak-
ing Political System of Western-Han Dynasty and Ｒelated Problems as the Examples

Zhang Genghua，Zhu Weiming
Comparing the comments of two historians，Lü Simian and Qian Mu，on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Western-Han

Dynasty，we could find the differences of their concepts and styles on history research: Qian Mu mainly wanted
to extract the spirit of history，and Lü Simian narrated real historical events primarily; besides，Qian Mu adhered
to explain local materials by local experience，Lü Simian attempted to analyses local ancient documents by for-
eign new learning． Qian Mu was upper class scholar who had the strong sense of mission to lead society． Lü Sim-
ian was under class scholar who had the great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o promote social progress． There were many
differences in their researching position，interpretation method and theory，so political system of Western-Han Dy-
nasty was shown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images in their historical works．

Tension Between Individual Liberation and Ｒacial Ｒesponsibility———Analysis of the Formation of Pan
Guangdans View on Women Lü Wenhao

Pan Guangdans view on women is like Januss face: on the one hand he inherited the spirit of the New C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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